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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深海生态系统的类型及研究现状、面临的主要问题、关键需求及对策。与浅海生态系统相比，深海样品获

取困难、已知数据少、研究程度较低。深海栖息着丰富多彩的生物群落，例如深海热泉中分布的具有特化营养体的管状蠕虫

及极端嗜热古菌、冷泉区分布的硫酸盐还原菌共生的贻贝及蛤类、海山区域高度多样性的生物群落、捕食浮游生物的冷水珊

瑚以及形态奇特的深渊狮子鱼，这些均迥异于其他生态环境，具有很高的生态研究价值。近年来，我国对深海资源的开发需

求日益增强，深海探测技术迅速发展为深海生态系统的研究提供了契机，开展深海生物多样性研究并发展深海生态系统理论

模型，成为迫在眉睫且切实可行的重要任务。为此，提出建立深海生物数据库、平衡深海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发展

深海生态理论模型、加快管理对策和法律文书的制定等深海生态系统的保护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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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ypes, current situation, main problems, and technological needs of deep-sea ecosystems are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Compared with those of shallow-sea ecosystems, samples of deep-sea ecosystems are more difficult to get, accumulated data is less, 
and the research degree is relatively limited. Diverse species dwell in deep sea, for example, the tubeworms and extemothermophilic 
archaea around the deep-sea hydrothermal vents, the mussels and clams that live on those sulfate reducing bacteria in the cold spring 
zone, the diverse species in the seamounts, the cold-water coral that capture the planktons, and the specialized sailfish in abyss. Those 
ecosystem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others and have high values for study. Recentl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eep-sea monitoring 
equipment and other detection devices provides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studying the deep-sea ecosystems. The researches of the 
biodiversity and ecological theory for deep-sea ecosystems are urgent and practical. Therefore, strategies for protecting the deep-
sea ecosystem are proposed, including: to build a database of the deep-sea biology; to balance the deep-sea mineral exploring and 
ecosystem protection; to develop the theory model for deep-sea ecosystem; and to accelerate the formulation of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legal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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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水深大于 200 m 的海洋大约占世界海洋水体的

95%，主要包括陆坡、洋脊、洋盆和海沟等区域。

深海海底富含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结壳、硫化物矿

床和铁锰结壳等矿藏。随着陆地资源的迅速消耗，

人类的眼光开始转向海洋。由于深海开采技术的飞

速发展和成本下降，深海开采的经济性已成为可能。

尽管深海生物的代谢作用和生长相对较慢，但深海

生态系统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栖息地，其生物多样

性（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群落多样性和生态

系多样性）极高，是新型生物资源的宝库。开发利

用深海资源，同时保护深海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

不遭受破坏，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重大难题。

二、深海生态系统类型及研究现状

深海中的大部分区域压力大、食物少、没有光

线等，是营养匮乏的“荒漠”，在这个广袤的“荒

漠”之中，也存在一些“生命绿洲”，如深海热液区、

冷泉区、深海冷水珊瑚区、海山区、深渊区等特殊

的生态环境，这些生态系统具有与海洋上层不同的

生物种类、生物群落和生态关联方式，具有重要的

生态研究价值。

（一）深海热液区生态系统

海洋科学家于 1977 年在东太平洋加拉帕戈斯

群岛发现了深海热液 [1]，这一发现引发了人们对

于“生命起源于深海热液区”的讨论 [2,3]，是生命

科学上的最重要发现之一。深海热液区具有地球其

他地方没有的物种，目前已发现的就有 550 种 [4]。
深海热液区的这些生物形成独特的深海生命方式，

存在完全不依赖于光合作用而独立生存的独立生命

体系，初级生产者是丰度极高的不需要阳光支持的

化能自养微生物，次级生产者包括成簇的管状蠕虫、

贻贝、蟹类和鱼类（见图 1）[5,6]。热液口区围绕

在洋中脊周边，海水穿过洋壳冷却过程中形成的裂

隙而被加热，温度可高达 350~400 ℃，由于热液密

度相对海水密度较小，会穿过海底岩层上涌，在海

水混合过程中，热液中的多种黑色金属硫化物发生

沉积作用，在喷溢口的周围连续沉淀，不断加高，

形成“黑烟囱”[7]。热液之中含有大量的硫化氢，

这对于大多数生物而言是有毒的，但却是部分化能

自养微生物的“美食”。有些热液口的动物是通过

从水体中过滤这些菌体来捕食，而另一些动物是通

过与这些微生物共生的方式来生活。如热液口占优

势地位的大型管状蠕虫，它不用过滤捕食，而是进

化形成了一个高度特异化的器官，称为摄食体，里

面就包含了大量的共生微生物，这些共生微生物在

蠕虫体内进行化能自养作用，并将它制造的有机物

质直接供给其宿主。共生微生物有时能占到蠕虫营

养体 25% 以上的体积 [8,9]。这种管状蠕虫是热液口

特有物种中的典型代表，具有较高的科研价值。同

时，热液口还蕴含着丰富的嗜热古菌资源，如分离

自太平洋底部 2400 m 深处的“Strain 121”古菌，是

目前有报道的生长温度最高的生物，该菌株能够在

温度高达 121 ℃的高压灭菌器中，以甲酸盐作为电

子供体，以三价铁作为电子受体继续生长繁殖 [10]。
该菌株的发现表明了在热液口这样的极端环境下，

这些嗜热微生物可能已经进化出一套非常有效的耐

热机制。对于深海热泉嗜热菌的研究，很可能拓展

人们对生命极限适应温度的认知。随着高通量测序

技术的发展，为揭示深海热液口微生物群落的适应

性机制提供了机遇，笔者前期比较分析了胡安德富

卡硫化物“黑烟囱”与大西洋中部的称为“迷失之

城”的碳酸盐“白烟囱”的微型生物宏基因组序列，

发现尽管矿物组成不同，但两个热液口微生物群落

均表现出高丰度的 DNA 修复相关的基因，表明这

些微生物需要进化出较强的 DNA 修复系统来应对

热液口高温、金属离子、毒性化合物等恶劣条件对

DNA 的损伤；但在氮代谢方面，两种热液环境的

微生物群落又呈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硫化物“黑

烟囱”含有丰度较高的反硝化相关的基因，而“白

烟囱”反硝化相关基因含量则较少 [11]，这一结果

与之后的原位化学方法测定结果一致 [12]，揭示了

不同热液口微生物群落生态功能的差异性。这些研

究结果均展现出热液区在深海生态系统中的独特性

和重要性。

（二）深海冷泉生态系统

在海底沉积界面之下的以水、碳氢化合物、硫

化氢、细粒沉积物为主要成分的流体以喷涌或渗漏

方式从海底溢出，并产生系列的物理、化学及生物

作用，这种作用及其产物称为冷泉。目前在全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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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边缘发现的冷泉活动区有上千个 [13]。冷泉的温

度与海底周围温度基本一致，由于溢出的流体富含

甲烷、硫化氢等组分，能够给一些化能自养合成的

细菌和古菌提供丰富的养分。这些甲烷古菌主要是

甲烷氧化类群，在冷泉中占有很高的数量，是冷泉

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基础，它们分布于硫酸盐 – 甲烷

转换带，形成数厘米至数米甚至数百米的菌斑，这

些微生物对于冷泉流体的位置和规模均有较强的指

示意义 [14]。在硫酸盐还原细菌和甲烷氧化微生物

参与下，冷泉流体中的甲烷会发生厌氧氧化反应，

而硫酸盐还原细菌释放的硫化氢则可成为给化能自

养微生物提供能量和物质的来源，从而供应冷泉生

物群的食物基础，并繁衍成独特的冷泉生态系统（见

图 2）。根据对内共生化能自养细菌的依附程度，可

将冷泉生态群落划分为专性种（如菌席、贻贝类、

管状蠕虫和蛤类等）、潜在专性种（如腹足动物、

帽贝和螃蟹等）和非专性种（如海葵、腹足动物、

短尾亚目甲壳动物等）[15]。冷泉生物具有极高的

生物密度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孕育着丰富基因资

源和独特的有潜在利用价值的代谢产物，这些都为

生物学家发现新的微生物代谢途径和生存对策提供

了机遇。

2 5 10 20 40 40
温度/℃

350~400℃
热液口

庞贝虫

菌席

管栖蠕虫

贻贝类
双壳类

蟹类虾类

3He, Mn2+, H4SiO4, FeOOH, MnO2, ΔT, CH4, Fe2+, FexSy, 
222Rn, H2, H2S

20 10 5 2

图 1  深海热液区生态系统示意图

图 2  深海冷泉生态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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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海冷水珊瑚生态系统

冷水珊瑚礁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大陆架、斜坡、

海底山等，不仅是深海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具有较高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资源价值，同时

也是记录长时间尺度气候变化的良好载体。与浅海

珊瑚依赖与共生光合藻类不同，深海珊瑚主要以水

中的浮游生物和从表层沉降下来的有机质颗粒为

食。与浅海珊瑚生态系统类似，冷水珊瑚礁生态系

统也是非常脆弱的，深海捕鱼、油气开采、深海采

矿，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酸化，都会影响

冷水珊瑚生态系统。相比于热带浅水珊瑚，深海冷

水珊瑚的研究较少，但近年来，随着深海探测技术

的迅猛发展，冷水珊瑚的研究逐渐增加，并正在成

为海洋科学研究的新的热点前沿 [16]。

（四）海山生态系统

海山是深海大洋中的独特生态环境，广泛存在

于世界各大洋中，估计有 25 000 到 140 000 个海山，

覆盖了 2.88×107 km2 海洋面积。海山被称为研究海

洋物理和生物过程相互作用的天然实验室 [17]。海

山能够与海洋中不同尺度的流动产生相互作用，形

成非常复杂的海山多尺度动力过程：矫正环流、上

升流（下沉流）、中尺度涡、内波以及小尺度湍流等。

这些多尺度动力过程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驱

动着动量、热量以及营养物质的水平和垂直输运，

导致海山区的水体和海底均拥有明显不同于大洋

其他区域的独特生态系统，其典型特征就是海山

区的浮游生物、游泳生物和底栖生物在生物量、

丰度 [18,19]、多样性 [20] 等方面往往高于周边的

大洋生态系统和海盆生态系统，这一系列现象被归

纳为“海山效应”。但这个观点也受到挑战，研究

者在 20 年里通过对不同海山的系统调查发现，基

于叶绿素计算的海山初级生产力仅有几次是高于周

边海域的，这少数几次的高生产力也可能是被高估

的人为因素，或者是海山区域发生的短期事件 [21]。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海山区的高生物量可能并非源

于当地的高级或初级生产力，而是海流与海山地形

作用带来的悬浮性食物、浮游动物及其捕食者等外

来输入引起的。但是，科学界都不否认海山生态系

统的高生产力特征必然对海山微生物类群的生物量

及多样性有着显著的影响。海山是否维持比周边海

域较高的生产力仍然是一个海洋之谜。海洋初级生

产力主要取决于营养盐，但能否积累形成藻华却取

决于水团环流和垂直混合。海山的高生态生产力要

么是海山地形足够浅能够产生上升流，穿越密度跃

层，提供深海营养盐到真光层，要么是海山的物理

海洋过程造成幅聚作用，将周边的有机物带到海山

形成陷阱效应。总之，海山区高生产力的原因仍有

待于开展更深入的生态学调查。

（五）深渊生态系统

深海中深度大于 6000 m 的区域称为深渊。人

们曾认为，由于极端的压力与环境隔绝，深渊带环

境应该是生命罕至的“一潭死水”。但是，近 50 年

来的研究表明，深渊并不是静止不动，而是参与深

层气旋环流和大洋深海环流等物理过程的，具有较

为可观的物质输入，同时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 
性 [22~24]。例如，在最大深度约 8000 m 的阿塔

卡马海沟，小型底栖生物的密度每平方厘米可达到

6000 余只，是附近较浅海底平原生物量的 10 倍 [25]， 
在深度为 10 542 m 的千岛海沟也有类似的现象发 
现 [26]。人们曾在克马德克海沟 7000 m 处捕获到体

长达 35 cm 的端足类生物，比其在浅海区的亲缘物种

长出约10倍，这可能与其在深渊缺少捕食者有关[27]。
深渊由于都在“碳酸钙补偿深度”以下，碳酸钙

以溶解态存在，以碳酸钙为主要结构组分的有孔虫

无法生存，而科学家却在深渊发现与众不同的有孔

虫种类，可能与这些有孔虫对深度的适应性进化有 
关 [22]。我国科学家利用自主研发的“天涯号”和 
“海角号”深渊着陆器，捕获了马里亚拉海沟 6000 m
水深的超深渊狮子鱼，通过对其形态学分析，发现

超深渊狮子鱼为适应高压环境，其骨骼变得非常薄

且具有弯曲能力，头骨不完全，肌肉组织也具有很

强的柔韧性。其基因组分析显示，超深渊狮子鱼视

觉相关的基因发生了大量丢失，多个与细胞膜稳定

和蛋白结构稳定相关的基因发生了突变，这些基因

层面的变异可能共同造成了其独特表型，并帮助其

适应超深渊的极端环境 [28]。这些深渊的特有物种

类群，也是研究深海生物多样性的宝贵资源。

三、深海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深海生物多样性下降显著

2003 年，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ICES）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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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深水种群可能超出安全生物限度”。例如，

1978—1994 年，西北大西洋的几个目标物种和非

目标物种的数量下降了 90% 以上 [29]，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深海渔业产量每年减少了

8×105~1×106 t [30]。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许多

国家和政府间组织认识到需要加强管理行动，以保

护脆弱的海洋物种和栖息地，以促进枯竭种群的恢

复 [31,32]。然而，具有低生产能力的深水物种的恢

复可能需要数十年或更长时间 [33]。
由于深海探测技术的局限，我国在深海生物多

样性调查研究方面还刚刚起步。可喜的是，“十一五”

以来，我国重点发展海洋技术，深海开发技术得到

空前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拥有常压潜水装置、缆

控水下机器人、600 m 无人无缆自治水下机器人等

深海探测装备。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研制的“蛟龙

号”7000 m 载人潜水器，是目前能够到达海底最深

的载人潜水器，使我国的深海调查能力可以覆盖世

界 99% 的洋底。另一台深海潜水器“深海勇士号”，

也于2017年8月成功实现载人深潜。值得一提的是，

“深海勇士号”浮力材料、深海锂电池、机械手全

是中国自己研制的，国产化率达到 95% 以上。这些 
“国之重器”的成功研发，展示了我国在深海探测

技术上的飞跃发展，也为研究和保护深海生物多样

性奠定了基础。在立法层面上，2016年 5月 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正式

颁布生效，该法律将保护深海环境作为专门章节列

出，对于保护深海物种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这一

立法的颁布实施，既顺应了国际海底活动发展的大

趋势，又展示了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深海资源开采的生态问题

深海海底资源勘探和开发必将造福于全人类，

一方面有助于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

求，另一方面还需要可持续发展。在深海海底资源

开发的不同阶段，均会对海洋环境产生影响。在深

海资源勘探过程中，大功率的海底勘探机械设施作

业会搅动底层沉积物，一方面会堵塞大型动物的呼

吸器官，使其窒息死亡；另一方面，也会增加海水

中各种矿物质含量，从而改变海水水质，对区域内

的珊瑚礁及微生物造成破坏，致使部分海底生物失

去繁衍和栖息的场所。同时，在深海勘探中，伴随

着机械、化学、电解、海洋腐蚀、激光等技术的使

用，各类污染物会被带入深海。海底矿物加工过程

中产生的大量废弃物被丢弃在海洋中，大量从事运

输业的船舶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被直接排入

海中，会给深海环境造成污染。由于深海资源通常

处在地质构造较为复杂、断裂活动比较显著和集中

的地区，深海开采后期很可能诱发地震、引起海底

滑坡等地质灾害。深海资源开采的这些环节，均会

对深海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因此，必须从可持续发

展原则出发，不断提高深海生态环境调查评价研究

水平，增强深海资源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监控

能力。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认为国家主权以外的海

域是全人类的财产，它的开发必须对全人类有益，

并对海底开采制定了特定的规矩、权力和责任。由

于生物多样性往往集中存在于热点区域，设置生态

保护区成为一个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有效

工具。因此，全球海洋和陆地保护区的覆盖面积一

直都在持续增长。海洋保护区的概念于 1962 年在

世界国家公园大会上首次被提出，1988 年在哥斯

达黎加举行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第十七届全会决议

案中，明确了海洋保护区的目标在于“通过建立全

球海洋保护区代表系统，并对人类利用和影响海洋

环境的活动进行管理，从而实现长期的保护、恢

复，明智地了解和开发利用世界海洋生态资源”。 
1995 年，我国有关部门制定了《海洋自然保护区管

理办法》，以贯彻养护为主、适度开发、持续发展的

方针，加强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自 2014 年 
以来，全球海洋方面的保护区面积翻了一倍，目

前保护区面积已达到 1.7%。《生物多样性公约》秘

书处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世界保护监测中心 
（WCMC-UNEP）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联

合指出，到 2020 年，10% 的海洋区域，尤其是生物

多样性热点海域，应该受到有效的保护和管理 [34]。

（三）陆源污染物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有机污染物（例

如滴滴涕、多氯联苯和许多其他杀虫剂、除草剂和

工业化学品等）随着径流输入、海产养殖、化学

品泄漏、海难事故、大气沉降等方式进入海洋。人

们一度认为，陆源污染物只会影响到近海海域的

生态系统，但是，研究人员发现，深海鱼类中含有

的上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浓度，可能比表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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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鱼类高一个数量级，深海随之被认为是全球持

久有机污染物的最终归宿 [35]。现在深海沉积物中

广泛发现微塑料的分布也可以证明这一现象的普遍 
性 [36]。我国学者在 11 000 m 的马里亚纳海沟挑战

者深渊沉积物中，发现了大量毒性有机污染物，其

总浓度甚至高于其他较浅海域沉积物中的含量，表

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已经到达了世界海洋中最深

处。这些污染物对于深海生态系统的长远影响目前

尚无法评估 [37]。

（四）气候变化的影响

随着全球气温逐渐升高，海洋的分层情况将更

加稳定，会减少深海氧气的补充。同时，温度升高

也会导致海水中氧气溶解度降低 [38~40]。在过去

的 20 年中，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氧气浓度

已经下降，这些地区有明显的最低氧气带（OMZ），
伴随着 OMZ 水团的水平和垂直扩张 [41]，深海生

物群落将受到严重影响，缺氧能够导致生物量和生

物多样性大大减少 [42~44]。另外，上层海洋的脱

氧还可能导致向深海食物的供应减少，例如，加利

福尼亚寒流在氧气浓度较低的时期，中层水的鱼类

数量显著减少，从而导致许多深水鱿鱼和深海鱼类

数量下降了约 60 % [45,46]。

四、深海生态保护的关键需求和策略

（一）建立深海生物数据库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深海生物多样性研究取得

了快速进步。然而，依然存在深海研究较为分散、

研究对象集中在个体较大的生物类群上、研究区域

集中在水深较浅的区域等问题。未来可通过战略性

合作，建立典型深海生态环境、深海生物多样性数

据库。在采样方法上，需要建立标准的数据采样、

分析与共享机制。在研究对象上，不仅仅是针对宏

观生物，利用目前发展较快的分子生物学与宏基因

组技术，也可以建立微型生物的数据库。在采样设

备上，利用深海探测设备（如遥控无人潜水器、载

人深潜器等）及原位观测设备（锚系基阵、深水滑

翔机等），可在空间和时间上极大地拓展对深海生

物多样性的认识。同时，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可

以扩大生态信息的空间覆盖范围，并发展出科学假

设来指导采样方向。通过深海生物多样性数据库的

建立，可对不同典型海洋环境中生物多样性信息进

行跟踪分析，并利用这些信息来确定生物多样性的

热点和大规模的生态模式，分析随时间和空间的物

种迁移，随温度、盐度和深度发现新的物种，并比

较物种栖息地等。在此基础之上，对深海生物多样

性的认识将会更加全面深入，从而为深海资源开发

与生态系统保护的平衡发展提供依据。

（二）平衡深海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深海生态系统的特征决定其保护策略会迥异于

浅海生态系统 [47,48]。目前，仅有少数的国家和国

际组织，能够科学地实施深海生态管理、保护和恢

复。在 2007 年和 2008 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深海生

态系统保护问题被提上议程。科学家们必须提供信

息，以帮助指导保护和可持续管理深海生态系统。

基础生态研究的增加对于协助海洋保护区的设计至

关重要。但是，不同于陆地生态系统的研究，深海

生态系统的数据获取与深海探测技术的发展紧密相

关。目前可以做到的是，将不同的深海生态环境进

行分类，建立深海生物类群多样性与其栖息地的对

应关系。进而通过生物地理分布模型来预测那些研

究程度较低的深海区域的生态系统变化 [48]。生物

多样性 / 栖息地模型与其他的模型整合，对于建立

海洋保护区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从而能够有效地

指导深海资源开发利用 [49]。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

环境保护的矛盾日趋明显，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

因此平衡经济和生态保护的考虑不是一项简单的任

务。深海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问题同样如此，

深海管理政策的成功依赖于利益相关者的公开信息

交流。管理者需要与资源利用者共同合作，利用科

学研究提供的信息为依据，从而可持续地开发利用

深海资源。

（三）发展深海生态理论模型

岛屿生物地理平衡理论是生态学研究的经典理

论之一，该理论认为岛屿上的生物种数取决于岛屿

的面积、年龄、生态环境的多样性、拓殖者从来源

地进入岛屿的可能性和来源的丰富性，以及新种拓

殖的速度和现存种绝灭速度的平衡状况 [50,51]。该

理论的提出，为设定生物保护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

可持续发展平衡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保护生态学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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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科学基础。然而，该理论目前主要是在陆地和

浅海生态系统中得到验证与应用，深海生态系统中

的生物多样性，是否也符合该理论模型，仍然缺乏

研究。深海中广泛分布的海山、冷泉、热液、鲸落

等生态环境，类似于上述理论中的各个岛屿，将

深海中不同的生态环境通过类似的生态理论进行关

联，建立深海生物多样性受生态环境面积大小、生

态环境地质背景、生态环境水化学特征等因素的调

控作用，将对深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设立深海生

物保护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我国深海探

测装备的日益发展，系统而精确的深海生物多样

性调查成为可能，也为发展深海生态理论模型提

供了机遇。

（四）加快管理对策和法律文书的制定

最近联合国加快了对国家主权以外的海洋管

理，正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国家管辖

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

用”拟定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简称

BBNJ）。其主要内容将包括：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

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遗传

资源，包括惠益分享问题；划区管理工具包括海洋

保护区等措施；环境影响评估；能力建设和海洋技

术转让。这份文书目前正在讨论中，一旦形成法律

文件和实施，将对国家主权以外海域的海洋资源开

发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我们不仅仅需要了解开发

海域的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还需

要发展更为先进的开采技术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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